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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漱石：從「小姚」到「野心家」

⊙ 蘇振蘭

 

1941年1月11日，在國民黨突然發動皖南事變期間，毛澤東致電新四軍軍政領導人葉挺（字希

夷）、饒漱石：「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移

任務。」在此，饒被毛澤東昵稱為「小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

中有：「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

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在此，饒被以鄧小平為核心

的第二代黨中央不客氣地定性為「野心家」。

從「小姚」到「野心家」，是對饒漱石一生浮沈的最精闢概括！

一 從加入共產黨到造謠黃花塘

饒漱石，曾用名梁樸、趙建生，1903年9月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鍾嶺鄉（現臨川市臨川區），

早年入上海大學學習，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前

後，饒漱石主要隨中央代表團在贛東北工作。1928年4月，他曾作為江西省委特派員到達弋

陽、橫峰地區，幫助兩地建立了隸屬於贛東北特委的弋陽、橫峰兩個縣委。之後，他被派到

浙江西部地區從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為浙江地區青年運動的健康發展做

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因「饒」、「姚」諧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時期的饒漱

石常常被戰友們愛稱為「小姚」。

在大革命徹底失敗後，饒漱石曾赴英、法、蘇等國留學一年左右。1929年初，饒漱石回國後

到東北工作，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期間，他一度代理過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曾多次到哈

爾濱巡視工作，並與唐巨集經等成功組織過著名的哈爾濱皮鞋廠大罷工。在代理中共滿洲省

委書記期間，饒漱石領導過時任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的劉少奇。當時，由於劉少奇年紀輕

輕就參加了中共六大並當選為中央委員，是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熱門人選之一，這使覬覦這

一位置的饒漱石深感不安。於是，他幾次向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反映劉少奇的所謂

「問題」，李立三公允地說：「少奇同志宣傳上還是很有一套的，讓他當宣傳部長總合適

吧。」不久，劉少奇正式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無法「代理」的饒漱石只好重新做青年工

作。由此，饒漱石和劉少奇之間產生隔閡。

1930－1931年，饒漱石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一年。1932年初，饒漱石出獄後調回上海做

工會工作，先後任上海工人聯合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兼秘書長、中

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黨團書記。此時，劉少奇已經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修補委員，並

兼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和黨團書記，又是饒漱石的頂頭上司。這使饒



漱石暗暗切齒，他曾對親信不滿地講過：「劉少奇就是跟我過不去，我搞青年運動，他要摻

乎；我改搞工會運動，他又來牽頭。」

很顯然，饒漱石已經視劉少奇為自己通過「工會道路」實現個人政治野心的絆腳石。於是，

心懷不滿的饒漱石多次向當時負責中央特科工作、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的康生打「小報告」：

「劉少奇是個可疑份子。1929年8月10日，滿洲省委組織奉天紗廠工人舉行罷工。由於混入奸

細，滿洲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劉少奇等省委負責人也被拘留，但他入獄不到兩個月就被釋

放，其他同志卻莫名其妙地遭到處決。當時，很多同志都懷疑劉少奇同敵人作了一筆交易。

當然，這有待查證。」由上述捕風捉影的「小報告」中可見，饒漱石惡劣的政治品質已經開

始進一步發展。

1933年，饒漱石調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等職，為華北地區的工會工作作出過一

定貢獻。1935年8月，他被派赴蘇聯學習，期間曾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

表。1936年起，他又先後被派到美國、法國從事國際統戰工作，分別參與創辦（或主編）

《先鋒報》、《救國時報》、《華僑日報》等工作，大力宣傳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

策，為民族抗戰貢獻了一份力量。

1939年11月，饒漱石回國後轉到新四軍內工作，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書記為新四軍政

委項英）。初到新四軍中的時候，對於戰爭和根據地工作全無經驗，加上與根據地部隊和地

方幹部全無聯繫，初來乍到就擔負起主要領導責任的饒漱石當時的確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勝

任。當時，項英及若干同志曾譏笑饒為外國回來的「洋學生」，致使饒「常常產生自卑心

理」。因此，他在對待日常工作問題和處理同志間普遍關係問題上，特別兢兢業業、謙虛謹

慎。對於個人的生活作風，他更特別注意克己，甚至發展到「謹小慎微」的程度。無疑，他

這樣做是想從這些方面來取得同志們的好感，以掩蓋自己能力與職責不能勝任的矛盾。後

來，他在檢討材料中坦承：「我的這種態度，雖然主要是想給同志們好的印象，以便於工

作，但同時也包含著個人主義的因素。因此，後來的事實證明，儘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問

題上『謹小慎微』和遵守黨的組織原則，而在若干大的問題上，卻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和犯

了原則性的錯誤。」

由於項英對中央和毛澤東不滿，葉挺是黨外人士，所以毛澤東對饒漱石甚為重視，親切地稱

他為「小姚」，讓其和葉、項共同負責華東方面的軍政事宜──如1940年9月6日，毛澤東在

致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的《關於調查地主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軍官的通知》中越過項英，直

接要求饒：「小姚負責調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蘇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於12月1

日以前託人帶交恩來帶來延安，供七大用。」

在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任內，饒漱石遇到的最大考驗是皖南事變。

1941年1月9日，在皖南事變已經發動、新四軍政委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擅自離隊的情況

下，饒漱石、葉挺領銜以東南局名義向中央發出兩封電報，一封電報痛陳敵情：「我江南遵

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則要求臨機處置，以饒漱石代

替項英：「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姚在政治

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11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致電葉饒，充分肯定了他

們的臨機處置方案：「希夷小姚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姚指揮，執行北

移任務。」12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連續發來類似上述內容的電報。

但是，饒漱石正式取代項英後仍感不滿足。14日，當他得知新四軍政委兼東南局書記項英、



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已經遇害的噩耗後，卻執意要求葉挺下山同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顧祝

同談判，他後來承認：這是「借國民黨之手再搞掉葉挺，自己就可以成為新四軍唯一的領導

者。」結果，事情的發展正中饒漱石下懷：因項英、袁國平遇害，葉挺被扣，他一下子身兼

數職──中共中央東南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電示突圍出來的新四軍餘部：「蔣介石宣布新四軍為叛逆，似有與

我黨破裂決心。我們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採取必要步驟。」1月20日，中共中央軍

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為政委，鄧子恢為政治部主

任。由於鄧子恢長期在安徽工作，饒漱石正式代理政治部主任。5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決

定，中共中央東南局與中共中央中原局合併，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成立華中軍分

會，劉少奇擔任華中局書記兼華中軍分會書記，饒漱石擔任華中局副書記兼軍分會常委，劉

又是饒的上級。為此，饒漱石曾在一些幹部中散布不滿說：「我這一輩子算倒了血黴了，總

也擺脫不了劉少奇的陰影。」後來，當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前往華中地區檢查工作時， 「一貫

作風正派」的饒漱石又向他打小報告：「新四軍消滅了韓德勤頑固派、解放了一些大縣城之

後，劉少奇就輕敵了，他在城裏大辦黨校、魯藝、抗大等，就是不抓備戰。當日寇由七路進

攻增加到九路時，劉少奇嚇得丟下軍隊，逃到安徽去了，只留下陳毅去指揮作戰。……劉少

奇的地主資產階級腐朽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們的極大不滿，他每天吃特竈，不管誰給他送

禮他都敢要，家裏藏滿了罐頭、乾魚、烤香腸之類的東西。聽說延安生活極端艱苦，但在我

們這裏他就像在天堂上一樣，不僅對同志們沒有感情，就是對他的老婆也是又打又罵。總

之，劉少奇是小人！小人！」

和饒漱石的小肚雞腸相比，劉少奇的心胸寬廣得多，他實事求是地對周恩來指出饒的長處：

「饒漱石不錯啊，很聰明，很能幹，是個年輕的政治家。建議中央很好地重用他！」

1942年3月，饒漱石接替因工作需要調回中央的劉少奇，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臨行

前，劉少奇特地召集華中局、軍分會的幾位領導當面交待：「華中局、新四軍的工作應以陳

毅同志為領導中心，他領導工作有經驗，軍隊工作搞了很久。華中局書記和政治委員由饒漱

石代理，實際工作還是要依靠陳毅同志。」對此，饒漱石深為不滿，對劉少奇的積怨進一步

加深。

1943年1月10日，為粉碎日軍的「掃蕩」，代軍長陳毅、代政委饒漱石率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

機關由江蘇鹽城遷至安徽盱眙（今屬江蘇）黃花塘，使這裏成為華中抗日的指揮中心。同年

10月16日，饒漱石借整風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陳毅，並私下以新四軍軍部名

義致電延安，羅列出陳毅的「十大錯誤」，說陳毅「一貫反對毛澤東同志」、「反對政治委

員制」等，要求中央另派幹部來接替陳毅的工作，史稱「黃花塘事件」。

然而，毛澤東是了解和相信陳毅的。為此，他電示華中局、軍分會和饒漱石本人：「無論在

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

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不久，毛澤東調陳毅到延安參加中共七大，藉以調解陳饒之

間的矛盾。在延安，毛澤東曾秘誡陳毅：「凡事忍耐，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

練習忍耐。」由於毛澤東的干預，「黃花塘事件」沒有公開化，但它卻像一個噩夢一直纏繞

著陳毅。

「高饒反黨聯盟」事發後，饒漱石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的書面檢討中給了陳毅一個交待：

1943年我與陳毅同志在華東敵後共事時曾一度關係搞得不好，當時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



是有嚴重錯誤的。這個問題的發生，首先雖然是由於我對陳毅同志不熟悉，主要還由於

我對客觀情況估計不足。因為那時我們是處在敵後游擊戰爭的嚴重環境中，堅持敵後游

擊戰爭和擴大敵後根據地是黨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陳毅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戰爭經

驗，且與華東部隊及各方面的幹部都有密切的聯繫，而我則初到解放區不久，既無革命

戰爭經驗，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當我和陳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時，如果自

己能清醒地估計到上述情況，並嚴格的從當時戰爭利益出發來考慮問題，那麼我就應當

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來保證我和陳毅同志團結共事；即在雙方關係已經發生問題之後，

我也應當主動地向陳毅同志把問題說清楚，以求得繼續和他團結共事；甚至在陳毅同志

已經到了延安之後，我還可以而且應當採取各種辦法來爭取和歡迎他返回華東工作。可

是，我在當時恰恰沒有這樣做，反以為陳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問題搞清楚為好，

致使陳毅同志終於離開了華東，使華東工作受了損失。這是應當由我負責的。

二 從新四軍政委到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饒漱石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8月，他正式擔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

委，位居方面，和八路軍領導人朱德、彭德懷、新四軍軍長陳毅相提並論。

1946年1月7日，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新四軍軍部兼山東軍區領導機關，新四軍軍長陳毅兼山

東軍區司令員，政委饒漱石兼山東軍區政委，山東軍區轄濱海、魯中、魯南、膠東、渤海等

五個二級軍區，總兵力約20萬人。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饒漱石成為這支部隊的最高當

家人。同年春，作為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饒漱石在伍修權等陪同下，和美國代表白魯德、

國民黨代表趙家驤等飛往瀋陽，參與國共東北停戰調處。當時，我軍還沒有實行軍銜制，為

便於與國民黨軍方代表進行平等工作，我軍派駐各地代表被臨時授予軍銜：瀋陽代表饒漱石

為中將，而太原代表陳賡（建國後為十大將之一）、本溪代表許光達（建國後為十大將之

一）、北平代表宋時輪（建國後為上將）、四平代表耿飈（建國後為上將）、徐州代表韋國

清（建國後為上將）等人僅被授予少將軍銜。由此可見，饒漱石當時在我黨、我軍的地位是

非常之高的，是屬於元帥一級的人物。期間，他舌戰美蔣代表，堅決捍衛了我黨、我軍利

益，值得稱許。不過，期間饒漱石和彭真發生過不愉快。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與某些

同志雖未發生過爭吵，但彼此關係也不正常。」由於對主持中共中央東北局工作的彭真處理

東北問題有意見，他在從未和彭真面談過的情況下，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談起。在他和彭真

直接接觸時，也曾經表現出對彭的不尊重，甚至向彭發過脾氣。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後，山東軍區所部組成山東野戰軍，饒漱石擔任政委，和司令員陳

毅一道率部禦敵。1947年春，山東、華中我軍進行了統一整編，撤銷山東軍區、山東野戰軍

和華中軍區、華中野戰軍（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共同組成華東野戰軍和華東軍

區：華東野戰軍由陳毅任司令員兼政委；華東軍區由陳毅任司令員，饒漱石為政委，轄魯

南、魯中、膠東、渤海、蘇北、蘇中等六個軍區及濱海分區和東江縱隊，共約36萬餘人。由

山東軍區政委到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在我黨、我軍的地位進一步上升。1948年，饒漱石又

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同時兼華東軍區政委），他在華東地區的影響、分量日益加重。

與此同時，饒漱石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如1948年8月22日，毛澤東在致東北局

關於《執行報告制度的重要性》的電報中就有這樣的話：「中央現已起草了一個關於具體規

定報告制度的決議，待饒、鄧（小平）、賀（龍）、徐（向前）、薄（一波）、聶（榮臻）

諸同志到齊共同討論後，即可發給你們及各地。」



由此可見，毛澤東曾經把饒視為可以與之「共同討論」的中央決策人之一。饒也不負毛澤東

重望，在淮海戰役中，他堅決貫徹毛澤東「政治工作準備，力求比較完備周到」的電示，開

展了生動有效的戰時政治工作。渡江戰役前夕，饒和劉曉（時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與上

海產業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經濟問題，並研究平、津兩市經驗，為穩定新上海作出了自己的

貢獻。

但是，在戰事頻繁之際，饒打擊異己的政治手腕絲毫沒有放下。

1947年底，內線作戰剛結束，饒主持了華東局土地改革會議，錯誤地批判「自己看不中」的

山東黨政領導人黎玉、林浩犯了所謂土改中的「富農路線」錯誤，致使二人長期受到不公正

待遇。

此外，饒的個人主義、地方主義傾向也有所發展。後來，他自供：「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時期，在財力和幹部的調配上，我往往從華東本身考慮得多，而對中央和其他地區的困難和

需要考慮得少。因此，當時我曾經在中央所召開的會議上，對薄一波同志和楊立三同志提出

過批評。現在檢查起來，那些批評是有錯誤的；特別有一次我曾對周恩來同志發脾氣，更是

一種嚴重的錯誤行為。這嚴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過分地強調局部利益，而當它和整體利益發

生矛盾時，我又是如何地意氣用事。又如：我在華東工作時，對中央各部門和他們派到華東

來指導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援不夠，因而有時使他們在指導和處理華東工作上發生某些困

難和顧慮。這是我的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傾向的表現。」

平心而論，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饒漱石雖有諸多不是，但他也的確為黨和人民做了一些有

益的事，這是應當公允指出的。

建國後，饒漱石先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並擔任華東軍政

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選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過程中，饒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按當時慣例，

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是由各大軍區司令員兼任的。為此，毛澤東曾兩次提議由華東軍區司

令員陳毅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但陳毅覺得自己已經兼任上海市市長一職，就謙讓說「讓

漱石同志挑起這個重擔吧」。於是，毛澤東指示華東局進行研究，饒漱石知曉後對陳毅說：

「你既然那麼忙，我就挑起這個擔子吧！」結果，他根本沒有把事情提到華東局會議上討

論，就用華東局名義報呈中央：鑒於陳毅同志已身兼數職，建議中央任命饒漱石同志為華東

軍政委員會主席。結果，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會上通過了

任命饒漱石、高崗、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分別為華東、東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區主

席的決議，饒如願以償。這樣，饒漱石既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又身兼華東局第一書記、

華東軍區政委，就顯得比其他大區主席要風光些。由於陳毅落選，外界紛紛揣測，謠言四

起。對此，饒自己也是心虛的，他後來承認：

在計較個人地位方面，尤其嚴重地暴露了我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甚至發展到野心

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對由誰來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這樣一個重大的問

題，不是等候中央的決定，而是採取了由華東局建議由我來擔任的方式。當我見到毛主

席時，毛主席曾告訴我，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本擬以陳毅同志擔任。可是我在聽

了毛主席這話之後，除了僅僅以虛偽的態度要求改變由我來擔任的意見外，並未作任何

誠懇的堅決的表示。因此，最後中央還是決定由我擔任了。俟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名

單同時公布後，黨內外發現除華東外，其他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均由軍區司令



員兼任，曾引起猜測和造成不良影響。

在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內，饒漱石還是兢兢業業的，並曾多次得到毛澤東肯定。1950年4月

28日，毛澤東在致饒漱石、鄧子恢（當時任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小平（當時任西南局第一

書記）、彭德懷（當時任西北局第一書記）《關於春耕、土改和幹部整訓工作的意見》的電

報中曾指出：「華東局已經準備了為著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萬二千個幹部，並準備於土地法

令公布後的幾個月內加以集中整訓及學習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關於此項幹部的準備情況如

何?……整訓幹部已經成了極端迫切的任務……你們對於此項整訓工作是否正在籌劃，有無關

於整幹的計劃(步驟)及指示。」在此，毛澤東點名表揚了饒領導的華東，並實際上對負責中

南、西北工作的鄧子恢、彭德懷提出了批評。

出於對饒的關心，中央和毛澤東曾讓饒到北京休養過一段時間。可是，生性多疑的饒卻無端

揣測中央讓他去京休養是「調虎離山」。為此，他曾專門深夜造訪毛澤東，無話找話說，想

從毛澤東的口風中試探出中央對自己的態度。

三 從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到「閉門思過，不作他想」

1953年初，饒漱石被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隨著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來，曾

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詞：「我在中央的資格，當副總理綽綽有餘。想當初，劉少奇也曾在我

的領導之下呢。」

利用饒漱石對劉少奇的長期不滿，1952年底調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黨內野心家高崗趁機

拉攏他，企圖聯合起來推倒劉少奇、周恩來，共同奪取黨中央大權。為此，高崗曾不止一次

地建議毛澤東重用饒：「饒漱石是我們黨內第一流的政治家，蘇聯的朋友們對他的印象最

好，長得也有氣派，代表國家出去保榫丟不了人。」

對於高崗的美言，饒漱石也投桃報李，加緊「倒劉」活動。他一調任中央組織部長後，就馬

上推薦高崗欣賞的東北局組織部長郭鋒（這也是郭日後挨批的原因之一）擔任中央組織部副

部長，秘密指示郭：盡快查閱劉少奇、周恩來及「劉、周的親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檔

案，以便從中找出「問題」來。結果，他們真的從數以萬計的檔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

等人的「問題」：1936年8月30日的《華北日報》（國民黨華北當局主辦）上面刊有安子文化

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張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啟事》──「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為

懷，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做一忠實國

民，以後不參加共產組織及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

高崗、饒漱石看後，如獲至寶地說：「哼！這樣的人，劉少奇都敢用！對付右傾機會主義，

我們要善於選擇他們的薄弱點展開反攻。現在，我們要把這些材料報給毛主席。」由於中央

對於此事已經知情，它是當時對敵鬥爭的需要，所以高、饒的這一「石頭」沒有能激起甚麼

波瀾。

1953年6月中旬，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召開，高崗、饒漱石利用毛澤東批評薄一波主持的財經工

作中存在錯誤的機會，大肆攻擊薄一波，企圖間接達到打擊劉少奇、周恩來威信的目的。在

會上，作為組織部長的饒漱石聲色俱厲、無中生有地指責說：「財政部不講政治，沒有政

治，有財無政！薄一波作為財政部長，簡直是一霸，是財霸！薄一波這次犯錯誤，我認為決

不只是個工作方法問題，經驗不足問題，而是思想品質問題，作風和路線問題。他幾次採取



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這個，我是有證據的，我有充分的證

據。」結果，高崗、饒漱石「明反薄（一波），實反劉（少奇）」的目的部分達到，劉少

奇、鄧小平、薄一波等紛紛作檢討，並在8月12日的懷仁堂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評：

「在這次會議上，少奇同志說有那麼一點錯誤，小平同志也說有那麼一點錯誤。無論任何

人，犯了錯誤部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受各級黨委的領導，這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主要條

件。」

初嘗政治鬥爭甜頭的高饒決定：趁勝出擊，拱倒劉少奇。這時，饒漱石把目標對準了中央組

織部副部長、長期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的安子文。自從進入中央組織部後，饒便把安子文視

為對自己的威脅，這種戒心使二人的關係很快鬧僵並發展為激烈爭吵。作為中央組織部長，

饒在處理和安子文的工作關係上沒有表現出任何組織紀律性，誠如他自己後來所披露的：

「在爭吵發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報告和請示，爭吵發生之後，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劉少

奇同志的意見，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時停止這場爭吵。結果，不僅造成中央組織部工作上的損

失，而且使劉少奇同志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發生了困難。在我認識錯誤以前，我甚至向劉少奇

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個別同志表示過對劉少奇同志的不滿。這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行

為。」

1953年9月－10月，在劉少奇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目無領導、目無

組織的錯誤受到批評，他對自己的錯誤也有所檢討。但是，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他當時

的檢討顯然是為了蒙混過關，應付組織。事實上，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在某些

問題上確實有對黨、對同志不老實的地方。當安子文提議讓李楚離、龔子榮二人參加第二次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時，饒認為他們可以不必參加。根據饒的意見，劉少奇在審批會

議領導小組名單時沒有把李、龔二人加進去。但是，當安子文在中央組織部的正副部長接頭

會上說明這一點時，饒反怪安子文說話不擇場合，並極力否認這一點，說他自己也贊成李、

龔二人參加領導小組。同時，他反把事情推到劉少奇身上，說「名單是劉少奇同志宣布和批

准的」。顯然，這是一種很不老實的政治投機。更惡劣的是，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

間，高崗、饒漱石利用安子文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單散發給所有與會代

表並擴散到南方各地，饒後來交代：其目的是「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會

上，安子文受到警告處分，高、饒陰謀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澤東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饒漱石活動得更加厲害，高親自到華

東、中南等地挑撥離間，捏造所謂「兩黨論」、「軍黨論」，把黨分成「根據地和軍隊的

黨」、「白區的黨」兩部分，胡說「黨是軍隊創造的」，並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

自居，企圖改組黨的領導，由他任黨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並兼任政務院總理，饒漱石任政務

院副總理。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逐漸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他後來回憶說：「中央也是到了一九

五三年才發現他們的反黨陰謀。經過財經會議、組織會議，以及財經會議以前的種種問題，

看到他們不正常。……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發現

的。」在同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風趣地談到「政治感冒」問題，意味深長地說：

「睡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睡在床上，一種是睡在鼓裏。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饒的

問題，我還蒙在鼓裏哩！」

於是，毛澤東決定召開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饒問題。在此之前，他向高、饒發出過

警告並分別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



1953年8月12日，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閉幕當天的講話中，毛澤東弦外有音地指出：「有意見

請提，破壞黨的團結是最沒有臉的。」可惜，也許是利令智昏，高、饒沒能理會毛的警告之

意。

1953年12月，毛澤東兩次約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的陳毅談話。第一次，毛澤東

向陳毅詢問他所瞭解的饒漱石情況。陳毅不明所以，按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

慣說了幾句，毛澤東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

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毅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觸到的

饒漱石言行向毛澤東和盤托出。毛澤東這才滿意，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

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毛澤東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了饒漱石的問題，其中主要是華

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談話中，毛澤東感慨地對陳毅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

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最後，毛澤東告誡

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

1953年12月26日晚，毛澤東在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

丞、粟裕三位華東負責同志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

第一副部長。在談話中，毛澤東特別告誡張：「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

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顯然，他要張鼎丞在中央

組織部裏全力牽制饒漱石的非組織活動。

1954年1月中旬，劉少奇主持起草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後，由楊尚昆送往

杭州。毛澤東約請同他一起起草《憲法》的胡喬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並且提議：「此決

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毛澤東強調指出：「通過團結決議應盡可

能做到只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18日，毛澤東又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

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徵求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並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1月22日，毛澤東電告劉少奇，重

申：「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

儘量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

總之，在高、饒問題上，毛澤東一開始是主張寬大處理的。期間，據說毛澤東曾托人告訴

饒：「閉門思過，不作他想。」

四 從「高饒反黨聯盟」成員到「不可救藥的人」

1954年2月5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五人找饒漱石談話，正式點出了他和

高崗的問題。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本著毛澤東兩次建議的精神召開，一致通過

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會議還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籌備召開黨的全國

代表會議的決定，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會上，饒漱石在題為《關於我的錯誤的

自我檢討》中承認自己在「黃花塘事件」及與安子文爭吵問題上的錯誤，清點了自己犯錯誤

的根源，並要求嚴肅處理：

在黨的團結方面，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犯過錯誤。現在回想起來，我和黨內不少同志都發

生過爭吵和彼此關係搞得不好。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我這方面來說，有些是由於個

人主義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於思想方法的錯誤。……總起來說，我所犯的錯誤是極端

嚴重的。這種錯誤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在個別問題上甚至發展到野心家的程



度。在另外的個別問題上，對黨對同志採取不老實的態度，和對個別同志懷有宗派主義

的成見。

以上這些錯誤，說明了我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認識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

要性是如何的認識不足，對於鞏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認識不足；同時它

又說明了，我由於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和黨中央對我的信任而沖昏了頭腦，滋長了極端危

險的驕傲情緒，誇大了個人作用，強調了個人威信，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虛

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甚至發展到嚴重的自以為是，不服從領導，不受黨的紀律約束，

不按黨的章程辦事，終於墮落到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泥坑裏。

現在，我已開始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及其對黨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決心

向全黨徹底揭發我的錯誤，並向全會保證在今後的工作和行動中徹底改正我的錯誤。我

所作的檢討還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對我嚴格進行批評，並要求中央給我以嚴格的處

分。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從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時間，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

崗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饒

問題的揭發和批評，並就一些重要問題核對事實，也聽取高、饒本人的申辯和檢討。這兩個

座談會逐日的記錄，都在會後送到楊尚昆處。經過匯總，楊尚昆再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央主要

領導同志通報。其間，高崗觸電自殺未遂，使座談會中斷過一天。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

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分別在家裏寫書面檢查。

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一份兩萬多字的書面檢查，主要交代了四個問題上的

「錯誤」：

1、黃花塘事件──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

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在陳謙讓時，玩弄手段取而代之；

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問題──承認當時他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

認為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想從毛主席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

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鬥安（子文），

實反劉（少奇）」，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

在檢查的結尾處，饒漱石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自扣了八頂「帽子」：

（1）利用弱點，小題大作，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2）造謠挑撥，上欺下瞞，當面扯謊，矢口抵賴；

（3）運用資產階級的權術到黨內鬥爭中來；

（4）宗派主義；

（5）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於一切；

（6）處心積慮，文過飾非，吹噓自己，沽名釣譽；

（7）地方主義，分散主義；



（8）驕傲自滿，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做完書面檢查後，饒漱石就無所事事，靜候處理。除偶爾去附近的景山公園散散步外，他幾

乎足不出戶。

面對高饒的迅速蛻變，曾和饒漱石長期共事的陳毅感觸頗深，他在1954年寫下了《手莫伸》

一詩，意味深長地警戒自己，激勵世人，詩曰：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與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脫。……九牛一毫莫自誇，驕傲

自滿必翻車。歷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怎麼處理高饒呢？

高崗自殺前，毛澤東曾表示過，打算在高作出檢討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

以改過的機會。對於饒漱石，他本人雖要求「嚴格的處分」，但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只打算

撤銷其中央委員和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

1954年底前後，國際共運中出現了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雪夫為鐵托恢復名譽的新情況。這

一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突然一反其沈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自己的秘書陳麒章等人大

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而言的違心

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的打擊報復，並一再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

面對饒的這種反常表現，陳麒章等人如實向中央辦公廳寫了書面彙報。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全國黨代表會議如期召開，陳麒章等人的書面彙報由會議秘書處印發

給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饒的翻案行為，使毛澤東及與會代表義憤填

膺，這是饒徹底埋葬自己的誘因之一。

在會議期間，有文件揭發：饒漱石分管華東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間，縱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

長揚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與會

代表們看過揭發材料後，更加群情激憤，認為饒的問題已經超出犯錯誤範圍，而是對黨和人

民的犯罪。進而，代表們對饒的政治歷史提出了疑問，認為皖南事變中饒的脫險可能不是如

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而是被俘變節後被派返的。揚帆「問題」的出

現，是饒漱石政治命運走向徹底完結的又一重要誘因。

結果，與會代表在認真討論鄧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

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在

原來預計的「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基礎上，又加上了「永遠開除黨籍」。為防止高饒事件

重演，會議又通過了《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了以董必武為書

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

在會議結論中，毛澤東說到高、饒問題時，進一步認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不只是高、

饒兩個人的聯盟，而是高崗反黨集團和饒漱石反黨集團（在饒的反黨集團裏點到了揚帆和時

任山東分局第二書記的向明）的聯盟。

對於有些同志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存有疑慮，毛

澤東在會議結論中特地作了解說：

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



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甚麼地方看

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

議期間饒漱石……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裏看出來的。……四、

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在這件

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處分的。高崗、饒漱石等人把這個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組織會

議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處這麼散布，居心何在？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

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

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甚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

甚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

……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他要給高崗申冤。……從上面這許多事看來，他們

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

至於說，因為沒有明文協定，有的同志就發生疑問，說恐怕不是聯盟吧。這是把陰謀分

子組成的反黨聯盟同一般公開的正式的政治聯盟和經濟聯盟等同起來了，看作一樣的事

情了。他們是搞陰謀嘛！搞陰謀，還要訂個文字協定嗎？如果說，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

聯盟，那末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麼辦呢？……饒漱石跟向明、揚帆之間，

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

的。

毛澤東的即席解說，一言九鼎，使「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

團」成為定論。

1955年4月1日，隨著揚帆「問題」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毛澤東「拍板」，饒漱石又以反革命

罪被公安部立案逮捕。

1955年4月2日，為向黨表明心跡，分管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同饒漱石有過密切工作聯繫的上

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向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報告了自己與饒漱石的工作交

往情況，並請陳將彙報材料轉呈中央。在彙報材料中，潘還向黨傾訴了自己的一塊心病：

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出發，奉饒漱石之命赴上海對漢奸李士群進行統戰工作

時，李藉故強拉他去見了汪精衛，這件事他怕組織誤解一直沒有向上級報告過。毛澤東閱過

材料後，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4月3日，毛澤東又責成公安部立即逮捕

潘漢年。由於潘漢年「問題」直接同饒漱石糾纏在一起，因此毛澤東認定：「我感覺，饒漱

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

於是，1955年4月4日，入獄僅三天的饒漱石又成為了「饒（漱石）、潘（漢年）、揚（帆）

反革命集團案」首犯。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結論中談到「關於思想鬥爭」時指出：

「不可救藥的人總是很少的，比如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

1956年4月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向社會主義陣營指出：「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一九五三年，我們黨內又出現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這

個反黨聯盟代表國內外的反動勢力，而以危險革命事業為目的，如果不是黨中央發覺得早，

及時地擊破子這個反黨聯盟的話，黨和革命事業的損失將會是不堪設想的。」

由於被黨中央、毛澤東歸入「不可救藥的人」、「反動勢力」之列，饒漱石的政治生命已經



完全終結。不過，饒漱石問題雖被定性為反革命，但黨中央、毛澤東還是給了他生路。

對此，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談到「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時作了解

釋：

甚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

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

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

到手以後，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

在毛澤東看來，饒漱石等人是活的反面教材，可以起到警世作用。1956年8月30日，他在做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時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

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

雖然不殺饒漱石等人，但毛澤東是堅決反對饒漱石等人政治上復活的。

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談到「上層建築也可能出問題」時就曾提醒全

黨：「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把饒漱石抬

出來。」

十年內亂中，高饒事件更成為黨的歷史上「十次路線鬥爭」之一臭名遠揚，「高饒」成為

「反革命」的代名詞。

……

1965年，已經服刑10年的饒漱石因倍受精神煎熬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考慮到饒過去的革

命歷史，經公安部報請黨中央、毛澤東批准後，決定對其予以假釋。不久，饒漱石被安排到

一個農場養起來，並配備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基本生活費200元，直到1975年3

月2日饒病逝。

五 尾 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甄別平反了一大批建國以來

曾經震動全國的冤假錯案。「高、饒反黨聯盟」和同它有牽連的「饒漱石反黨集團」、

「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能否站得住？要不要覆查？自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1978年底，陳雲剛兼任重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就向中央建議覆查潘漢年「問題」。經過反

覆查檔，最終核實：解放前，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等情節，是奉中央有關指示，

並非潘自行其是。而且，當時中央對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實：揚帆「問

題」系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不光彩歷史。1983年8月，隨著潘漢年、揚

帆冤案的雙雙平反，「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案」被證明是錯案。這樣，饒漱石的「首犯」

帽子自然應當摘去。相應地，隨著向明也被平反和重新起用，「饒漱石反黨集團」也被證明

是站不住腳的。

那麼，「高、饒反黨聯盟」是否也搞錯了呢？

1980年春，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醞釀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



時，「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正式被重新提出來研究和討論。3月19日，鄧小平和《決議》起

草小組成員談到高饒事件時，明確表示：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

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

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於放手這麼

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

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

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

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

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

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

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甚麼人，還

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

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甚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甚麼路線。所以，

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談到高饒問題時，強調的是：「搞陰謀詭計」的是高崗，「揭露高

饒的問題沒有錯」，但「確實沒有甚麼路線」或「難說」「叫路線鬥爭」。也就是說，鄧小

平認為高饒問題不是路線錯誤，且饒漱石在事件中充其量只是個從犯。

1981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一次提到了高饒問題。他

說：

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鬥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應該根本推翻的，

就有劉少奇、彭、羅、陸、楊這一次和彭、黃、張、周這一次，一共兩次。高饒事件的

基本結論是維持了，但也不好說是甚麼路線鬥爭。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

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高饒事件也是類似那麼一個性質，

當然還不是另立中央。

在此，鄧小平進一步認為：高饒事件的性質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但「不好說是甚

麼路線鬥爭。」

鄧小平關於高饒事件的兩次專門談話，使高饒事件在黨的歷史上成了鐵案：「高、饒反黨聯

盟」的基本結論應予維持，但不是路線鬥爭。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

據鄧小平的兩次講話精神，《決議》中談到高饒問題時高度概括了這麼一句：「一九五五年

三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

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

就這樣，饒漱石最終被蓋棺定論為：黨內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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